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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权力的关系语境∗

———国家社会性权力的网络分析与测量

庞　 珣　 权家运

　 　 【内容提要】 　 网络分析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发展，不仅提供了权力回归其关系性

本质的研究路径，而且能够将权力置于国际关系整体结构中进行理解和测量。 基于网

络分析研究路径，作者提出与物质性权力具有本质差异的社会性权力概念。 社会性权

力的来源和性质由行为体在关系网络中的位置及其联结方式决定，因而可区分为直达

权力、通达权力、居间权力和借势权力四种类型。 通过对外交关系、经济关系和军事安

全关系三种类型的国际关系数据进行网络分析，社会性权力与物质性权力彼此关联但

具有显著实证差异。 在当今多元而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物质性权力已经远远不能体现

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发挥影响的渠道、方式和程度，而社会性权力承认相互依存和密切

联系，在研究和思考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 不管是作为物质性权力的

补充，还是作为具体研究中对权力的单独考量，社会性权力都是极其重要的概念和变

量。 而网络分析使得这一概念可操作化和可测量，又极大地提高了社会性权力在实证

研究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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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罗伯特·达尔（Ｒｏｂｅｒｔ Ａ． Ｄａｈｌ）在形容自己长期研究领域时指出，“对‘权力’的整

个研究就是无底的泥潭”。① 不幸的是，现代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从一开始就

建立在这片泥潭之上。 汉斯·摩根索（Ｈａｎｓ Ｊ． 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本以为“权力定义的利益”

实现了学科的划界，但他紧接着关于权力的长篇讨论却凸显了权力概念的复杂和模糊，

暗示出这片泥潭的诡谲凶险，②最后承认“权力概念是政治学中最为棘手、争议最多的问

题之一”。③ 此后，罗伯特·吉尔平（Ｒｏｂｅｒｔ Ｇｉｌｐｉｎ）也发出类似的感慨：“对权力概念存

在林林总总的定义，是政治学整个学科的尴尬。”④肯尼思·华尔兹（Ｋｅｎｎｅｔｈ Ｎ． Ｗａｌｔｚ）

为了结束这种尴尬，大刀阔斧地简化权力概念，用实力（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来替代权力，以追求概

念和理论的清晰简洁，以对权力的“占有（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式理解来否定权力定义的关系本

质。⑤ 在占有式理解中，权力等同于国家领土内资源定义的实力。 “权力等于实力”一直

遭到诟病和批判，且从来不是关于权力的一种严肃理论研究。 但是，由于缺乏更好的替

代性测量方法，这种占有式权力概念理解在国际关系实证研究中广泛流行。⑥

近年来，网络分析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发展，不仅提供了权力回归其关系性本质的

研究路径，而且能够将权力置于国际关系整体结构中进行理解和测量。 全球化时代，

“网络”已成为知识界的核心概念，也将是未来几十年占据主导位置的社会经济隐喻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已广泛运用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⑦ 就国际关系学而言，网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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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个方面深刻地挑战了传统研究，即结构—行动者关系、对权力概念的理解和测量

以及国际治理有效性问题研究等。①

基于网络分析研究路径，本文提出与对权力的占有式理解（即物质性权力）具有

本质差异的社会性权力概念。 社会性权力的来源和性质由行为体在关系网络中的位

置及其联结方式决定，社会性权力因而可区分为直达权力、通达权力、居间权力和借势

权力四种类型，它们分别对应网络分析中的度数中心性、亲近中心性、居间中心性和特

征向量中心性。 进而，本文运用网络分析工具对七种重要国际关系网络数据进行分

析，测量四种类型的社会性权力，观察社会性权力的全球分布情况以及权力所定义的

“大国”与“小国”的区分。 最后，本文对社会性权力和物质性权力进行实证比较，考察

它们的相关性和差异性。 本研究的发现和启示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点。
第一，社会性权力与物质性权力为中等偏弱的正相关关系。 虽然物质性权力的增

加通常伴随着社会性权力的上升（反之亦然），但是两者的变化幅度可以有较大的差

异。 这可以用来解释大国崛起虽然表现为物质性权力和社会性权力的同时上升，但两

种权力的增长并非同步，社会性权力的增长在一定时期内落后于其物质性权力的变

化。 同样，这也可以用来理解衰落中霸权国的物质性权力相对下降，但其社会性权力

在一段时间内仍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第二，相对于物质性权力高度集中于极少数国家，社会性权力却由更多样、更多数

量的国家分享。 在社会性权力视野下，国际关系并非极少数国家的“大国游戏”；相
反，为数众多的国家具有多样途径和采取不同方式发挥其影响力，国际关系远比物质

性权力视角下的“大国游戏”要多元和丰富。
第三，由物质性权力所定义的大国可能拥有微不足道的社会性权力。 此类国家的

共有特征就是在国际关系中处于边缘地带但却极为注重国家自身的实力建设。 相反，
一些国家虽然是物质性权力定义的“小国”，但却能够在国际关系中具有突出的社会

性权力。 这些国家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通过开放经济、活跃外交、军事结盟等来弥补

自身物质性权力禀赋的局限。
第四，中国的社会性权力与美国的差距远大于它们之间的物质性权力差距。 对于

中国的权力已经或很快将超过美国的断言和预测，大都是建立在对中国强大而迅速增

长的物质性权力的强调上。 而那些在中美权力竞争分析中持更为保守态度的学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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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分析家们，则更为关注两国社会性权力的对比及其趋势。 这是在中美权力竞争中

出现两种泾渭分明的判断和预测的根本原因。

第五，获取和增加社会性权力的方法和策略远比获取物质性权力更为灵活和多

样。 国家可以通过增加关系的数量、打通和缩短关系的距离、占据国际关系中的重要

通道、选择与重要国家建立直接关系等策略提升自己的社会性关系，发挥国际影响力。

二　 从物质性权力到社会性权力

权力在时空维度上的消长，最明显地表现为大国崛起与衰落，此类变化构成国际

关系中隽永的话题。 当前这一讨论的焦点，围绕着权力如何从传统的“中心”转移到“外

围”，集中体现为美国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 有人预测这次权力转移将在近切的未来实

现，还有人说权力转移业已完成。 与此同时，一些国际关系学者和政策分析家在承认美

国物质性实力下降的同时，仍然拒绝“美国衰落”的判断，认为美国仍然具有超群的国家

权力，在世界范围内发挥着中国尚难企及的影响力。 而且，他们似乎认为，美国全球影响

力的继续发挥和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规模或增长速度之间并无直接关系。①

美国著名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近期的研究报告明确提出，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

系新逻辑下，保持美国的“网络中心度”是关乎美国未来世界地位的“大战略”。② 无独

有偶，近年来中国外交中频繁使用的词汇也带有明显的“网络”色彩，如“全球伙伴关

系”、“互联互通”（英文对应为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即“联结”）等词汇，也蕴含了争夺网络中

心度以提升国际影响的战略倾向。

全球化时代的关键词是流动（ｆｌｏｗ）、外购（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和联结（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把权

力静态、封闭、孤立地理解为国家拥有的领土内重要资源，已经远远落后于今天的国际

关系实践。 正如安妮－玛丽·施劳特（Ａｎｎｅ⁃Ｍａｒｉｅ 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所言，“在 ２１ 世纪，唯有

联结者才能生存”，因为“互联互通决定了一个人甚至一个国家的权力，对金钱或地位

的拥有本身并不带来权力”。③ 物质性权力和社会性权力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一

个占有性概念，强调国家个体目前所持有的国土内资源，而后者是一个关系性概念，将

作为个体的国家置于国际关系网络中来考量国家的行为能力和影响力。 当然，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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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１， ２００９， ｐｐ．９４－１１３．

Ｒｏｂｅｒｔ Ｊ． Ａｒｔ， ｅｔ 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Ｐａｔｈ： 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２０１２．

Ａｎｎｅ⁃Ｍａｒｉｅ 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Ｅｄｇｅ：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ｐｐ．９８－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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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离不开物质基础且通常意在物质资源的获取，而物质在行为体间的流动本身也可

构成和维持关系。 但关系性权力中不仅涉及物质性资源，非物质性资源（如信息、承

诺、制度等）对关系性权力同样至关重要。 即使是物质资源，在社会性权力的理解中，

包括国土内和国土外的、现实所有和未来可得的、自身获取和影响他国获取的物质性

资源。 正是对权力基础（ｂａｓｅ）的开放性、动态性、未来性的理解，使得社会性权力从本

质上与物质性权力相区别，而并非对物质性资源本身重要性的不同理解。

社会性权力的基础架构不是有形的物质而是无形的关系，而物质和非物质资源在

社会关系构成的网络中流动和循环。 关系网络和其中流动的资源，正如血管之于血

液。 由此，社会性权力的大小也不完全由关系的规模来衡量，相反，关系联结的密度、

强度、方式和联结对象都对权力产生影响，因为正是它们衡量了资源流动的大小、重要

程度和流向等。 冷战结束前，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家权力”被普遍等同于物质性权力，

实证中表现为各种“权力方程”的提出和使用（例如著名的克莱因方程等）。① 如今，这

些权力方程大部分已被遗忘。 科技革新使得战争的形式发生改变，让权力方程选取的

国家实力要素失去了昔日的重要性。 更重要的是，国际关系实践让权力越来越有异于

物质实力。 约瑟夫·奈（Ｊｏｓｅｐｈ Ｓ． Ｎｙｅ）最初提出“软权力”概念时，试图用非物质实力

来补充原有的权力等式。 但之后奈发展了“软权力”概念，逐渐与“权力等于实力”的理

解分道扬镳。 在后期的著述中，奈清晰地区分了建立在对物质资源拥有基础上的“硬权

力”和关系背景下指向互动结果的“软权力”，且明确地称后者为“关系性权力概念”。②

在理论研究中，权力的关系性质从来没有被否定过，有大量的研究细致地讨论和分

·３４·



①

②

Ｄａｖｉｄ Ｊ． Ｓｉ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Ｍｅｌｖｉｎ Ｓｍａｌｌ， Ｔｈｅ Ｗａｇｅ ｏｆ Ｗａｒ， １８１６－１９６５： 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 １９７２； Ｐｅｔｅｒ Ｂｅｃｋｍａ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ｒｕｒｙ， Ｅｎｇｌｅｗｏｏｄ Ｃｌｉｆｆｓ：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
１９８４； Ｆ． Ｋ． Ｏｒｇａｎｓｋｉ ａｎｄ Ｊａｃｅｋ Ｋｕｇｌｅｒ， Ｔｈｅ Ｗａｒ Ｌｅｄｇｅｒ，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０； Ｊａｃｅｋ
Ｋｕｇｌｅｒ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Ｄｏｍｋ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１９， Ｎｏ．１，
１９８６， ｐｐ．３９－６９； Ｎｏｒｍａｎ Ｚ． Ａｌｃｏｃｋ ａｎｄ Ａｌａｎ Ｇ． Ｎｅｗｃｏｍｂｅ，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４， Ｎｏ．３， １９７０， ｐｐ．３３５－３４３；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Ｇｅｒｍａｎ， “Ａ 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ｗ⁃
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 Ｎｏ．１， １９６０， ｐｐ．１３８－１４４．在“权力等于实力”的假设下，权力方程由一

系列物质要素加总而成，而这些要素的选择原则是它们对影响国家取得国际战争胜利的重要性，比如钢铁产量、
能源消耗、人口或劳动力数量、国土面积、军事人员、国民生产总值等，不同的权力方程在其中所选择的要素不同，
在加总规则上也加以区分。

Ｊｏｓｅｐｈ Ｓ． Ｎｙｅ，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ｓ ｔｏ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２００４；
Ｊｏｓｅｐｈ Ｓ． Ｎｙｅ，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ｏｗｅｒ： Ｗｈｙ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Ｏｎｌｙ Ｓｕｐｅｒｐｏｗｅｒ Ｇｏ Ｉｔ Ａｌｏｎ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Ｊｏｓｅｐｈ Ｓ． Ｎｙｅ，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２０１１； Ｊｏｓｅｐｈ Ｓ． Ｎｙ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１０５， Ｎｏ．２， １９９０， ｐｐ．１７７－１９２； Ｊｏｓｅｐｈ
Ｓ． Ｎｙｅ，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８０， １９９０， ｐｐ．１５３－１７１．中文通常将“ｈａｒｄ ｐｏｗｅｒ”和“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译为

“硬实力”和“软实力”，从语言的选择上体现了“权力等于实力”的流行广泛。



析权力的关系本质。① 但是，由于关系的复杂性、相对性和高维性，将权力置于关系及关

系网络中进行实证测量一直被看作无法完成的任务。② 令人欣慰的是，网络分析的最新

发展提供了一系列概念、理论和分析方法，不但让国际关系学者对权力概念进行重新审

视，而且使用网络分析方法对权力进行测量也已成为当前国际关系研究的热点之一。③

网络分析将网络看成一个由多个行为体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构成的系统。 行为

体在网络分析中被称为 “节点 （ ｎｏｄｅ 或 ｖｅｒｔｉｃｅ）”，节点间的关系称为 “边 （ ｔｉｅ 或

ｅｄｇｅ）”。 关系网络定义了物质和非物质稀缺资源在系统内流动的方向和路径。 网络

分析不但关注网络结构对行为体带来的机遇和束缚，也分析网络本身的结构特征和动

态演化。④ 网络分析对权力的定义，直观地理解为行为体在网络中的“重要性”，权力

基础正是行为体在网络中的联结程度和联结方式。 由此，网络分析定义了四种不同的

“网络中心性（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对应四种不同的社会性权力，本文将其概括为直

达权力、通达权力、居间权力和借势权力。⑤

·４４·

　 回归权力的关系语境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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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３０， Ｎｏ．２， １９７６， ｐｐ．２８９－３０５； Ｒｏｂｅｒｔ Ａ． Ｄａｈｌ，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ｐｐ．２０１－２１５。

Ｓｔｅｆａｎｏ Ｇｕｚｚｉｎｉ，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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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ｒ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ＤＩＩ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０９．

Ｅｍｉｌｉｅ Ｍ． Ｈａｆｎｅｒ⁃Ｂｕｒｔｏｎ， Ｍｉｌｅｓ Ｋａｈｌｅｒ ａｎｄ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Ｈ．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ｐ．５５９－５９２；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 Ｗａｒｄ，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Ｓｔｏｖｅｌ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ｙ Ｓａｃｋ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ｐ．２４５－２６４； Ｚｅｅｖ Ｍａｏｚ，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参见社会网络分析教材，如 Ｅｒｉｃ Ｄ． Ｋｏｌａｃｚｙｋ，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ａｔａ：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００９。

这四种中心性是社会网络分析中最常见的定义，参见专业教材，如 Ｅｒｉｃ Ｄ． Ｋｏｌａｃｚｙｋ，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ａｔａ：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ｓ， ２００９。 但是，在文献中有其他一些分类，这些分类基本上是对文中提到的

四种中心性的进一步细化或简化。 如艾米丽·哈弗内尔等在《国际组织》期刊上的文章中提到六种中心性，即度

数中心性、亲近度中心性、居间中心性、特征向量中心性、信息中心性、流动居间中心性，而后两种中心性是将有权

重的网络与无权重的网络相区分后，将有权重网络的亲近度中心性称为信息中心性、有权重网络的居间中心性称

为流动居间网络中心性。 而本文涉及的国际关系网络也分为有权重和无权重，但不对加权的亲近度或居间中心

性分为单独一类来理解，因为它们实际代表的社会权力与无权重网络中的相应概念并无本质区别（Ｅｍｉｌｉｅ Ｍ．
Ｈａｆｎｅｒ⁃Ｂｕｒｔｏｎ， Ｍｉｌｅｓ Ｋａｈｌｅｒ ａｎｄ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Ｈ．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ｐ．
５５９－５９２）。 又如，在艾米丽·哈弗内尔和亚历山大·蒙特哥梅里另一篇研究文章中，作者仅讨论了三种中心性，
即度数、亲近性和居间中心性，而省略了特征向量中心性，尽管后者是社会网络分析中一种很重要的中心性，但可

能是由于它的直观性不如前三种，又涉及矩阵代数概念，理解起来较为抽象，进行应用性研究时学者们有时避免

使用这一概念（ Ｅｍｉｌｉｅ Ｍ． Ｈａｆｎｅｒ⁃Ｂｕｒｔｏｎ ａｎｄ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Ｈ．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 “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Ｈｏｗ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Ｃｏｎｆｅｒ Ｐｏｗ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 ／ ／ ｏｐｅｎｓｉｕｃ． ｌｉｂ． ｓｉｕ．ｅｄｕ ／ ｃｇｉ ／ ｖｉｅｗｃｏｎｔｅｎｔ．ｃｇｉ？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１００７＆ｃｏｎｔｅｘｔ ＝ ｐｎ⁃
ｃｏｎｆｓ＿２０１０，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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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将分别讨论四种社会性权力，包括它们的定义、测量方法以及全球分布情况，
并进一步对社会性权力与物质性权力进行实证比较。 本文对社会性权力的测量运用

实证网络数据，包括双边外交关系网络、多边外交关系网络、全球贸易网络、优惠贸易

协定网络（ＰＴＡ）、双边投资协定（ＢＩＴ）网络、军事联盟网络和政府间军售网络等数据，
涉及外交关系、经济关系和军事安全关系三种类型的国际关系。 这些网络数据均涵盖

多个年份，本文只运用各数据库中的最近年份数据，目的在于对国家间权力进行横向

分析和比较，暂不涉及社会性权力的纵向消长变化。 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和更新问题，
本文测量结果大致反映了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０ 年之间各国的社会性权力。 ７ 个国际关系

网络的定义和网络基本特征见表 １。① 网络分析主要使用 Ｒ 中的网络分析数据包，权
力计算结果统一将尺度调整到［０，１］区间。

表 １　 网络构建报告

关系网络 定义边 边的权重 节点数 边数 网络密度 集聚系数 对等率

外交关系网络

双边外交网络
Ａ 国向 Ｂ 国是否派
驻有大使

无 １９２ ７５１７ ０ ２０５ ０ ５３５ ０ ８０８

多边外交网络
Ａ 国 Ｂ 国是否同为
ＩＧＯ 成员

共享的 ＩＧＯ
的数量

１９２ １８３２９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

经济关系网络

世界贸易网络
Ａ 国为 Ｂ 国前三大
贸易伙伴国

排名 １９５ ５８０ ０ ０５３ ０ ０８９ ０ １００

优惠贸易协定
网络

Ａ 国与 Ｂ 国是否为
同一 ＰＴＡ 成员

共有 ＰＴＡ
数量

２０３ ６５９７ ０ ３２２ ０ ６８６ —

双边投资协定
网络

Ａ 国和 Ｂ 国间是否
有生效的 ＢＩＴ 无 ２０３ ６５９７ ０ ３２２ ０ ６８６ —

军事关系网络

军事联盟网络
Ａ 国和 Ｂ 国是否为
同一联盟的成员

联盟密度和
强度

１４２ １２７７ ０ １２８ ０ ９０４ —

武器贸易网络
Ａ 国是否向 Ｂ 国出
售武器

军售频率 １５６ ８７９ ０ ０３６ ０ ２４４ ０ ０９２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现有数据库构建了以上 ７ 个国际关系网络，描述网络构成（节点和边以及
边的权重的定义及数量）并计算出网络的整体特征（网络密度、集聚系数和对等率）。 这 ７ 个网络的
数据来源分别为：战争相关指数（ＣＯＷ）项目的外交关系数据、政府间国际组织数据、双边贸易数据、
军事联盟数据，ＤＥＳＴＡ 数据库的优惠贸易协定数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ＵＮＣＴＡＤ）的双边投资
协定数据以及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项目中的政府间常规武器交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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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具体数据来源和网络特征见笔者研究网页补充资料报告，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ｅｄｕ． ｃｎ ／ ｐｕｂｌｉｓｈ ／ ｉｒ ／ ３６３１ ／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２１０１００８５４４２８３１２１１１０９ ／ ２０１２１０１００８５４４２８３１２１１１０９＿．ｈｔｍｌ。



三　 直达权力与度数中心性

直达权力是国家拥有的直接社会关系所带来的行为能力、资源获得能力和对其他

行为体的影响力。 在网络分析中，直达权力着眼于国家直接从其他行为体（国家）那

里获取所需资源的可能性和可靠性。 因此，直接关系数量越多、联系越紧密，可能性和

可靠性就越高。 直达权力在网络分析术语中为“度数中心性（ ｄｅｇｒｅ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或

“强度中心性（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由节点在关系网络中拥有的直接双边关系的数量

及紧密程度所决定。 直达权力含义直观，而度数中心性也是对节点的联结情况的最为

直观的测量。 当网络的“边”被赋予权重来表达关系的强度时，可以对边数进行加权，

即加权的度数中心性，称为强度中心性。

（一）直达社会性权力的全球分布

图 １ 报告了 １９５ 个样本国家直达权力的分布情况。① 图中显示，在外交关系领域

中，国家的直达权力大致呈正态分布，略向左偏，表明权力分布在全球范围内较为分

散。 虽然有少数国家拥有超群的外交直达权力，但并没有出现某些个别国家掌握超级

权力而成为“极”的现象。 与外交领域相比，经济和安全领域的直达权力分布情况有

显著不同，均呈现出幂法则（ｐｏｗｅｒ ｌａｗ）———具有很长的右尾，表明有个别国家掌握极

大权力，而其他国家远远落后。 比如，在经济领域中，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的直达

权力不但最高，且四者之间非常接近，但排序靠后的其他国家的权力指数则大幅落后，

到第 １１ 位的希腊已经降至 ０ ５。 在安全领域，美国的直达权力更是一枝独秀，权力值

几乎是第 ２ 名的两倍。 在外交关系网络中的直达权力变化情况显示，到第 ５２ 位的哥

伦比亚才开始从 １ 降到 ０ ５ 以下（０ ４９８）。 从加总的直达权力来看，少数国家在直达

权力体系中处于超群地位，大部分国家的网络权力集中分布在［０，０ ６］之间。

（二）直达权力定义的全球大国

表 ２ 报告了在外交、经济、安全以及综合直达权力排名前 １５ 位的国家及其权力数

值。 美国在外交领域的直达权力排名第 ３，低于法国和英国，高于中国一个名次。 中

国排名第 ４，与前三甲国家的权力分值非常接近。 在经济领域，作为经济实力最强（最

大经济体）的美国的排名仅为第 ９，在数值上与排名第 １ 的法国相差将近 ０ ４。 而作为

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排名也只在第 ７ 位，高于美国两个名次，落后于许多欧盟国家。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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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外交、经济和安全领域内的关系网络分别算出的度数或强度中心度分别简单加总得到，而国家最后加

总的直达权力则由三个领域的直接权力简单加总，并将尺度重新调整到［０，１］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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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度数中心性分布：直达权力

资料来源：笔者进行的网络分析实证结果。

希腊一直以来是欧盟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所依据的经济数据未体现欧债危机后的

经济状况），但其经济直达权力仍然高居第 １１ 位，仅在美国之后两个名次。 在表 ２ 用

于计算经济社会性权力的三个经济关系网络中，在优惠贸易协定所定义的经济网络和

双边投资协定所定义的经济网络中，美国和中国均不是自由贸易和投资的最积极倡导

者和践行者，在签订此类协定的积极性上相对于欧盟国家均比较保守。 同时，欧盟国

家内部就有众多优惠贸易安排和双边投资协定。 数据显示，法国参与了 ９０ 个双边投

资协定和 ８２４ 个优惠贸易协定，希腊是 ３６ 个双边投资协定和 ６１２ 个优惠贸易协定的

签字国，罗马尼亚分别有 ７８ 个双边投资协定和 ３０２ 个优惠贸易协定，而美国仅签署了

３９ 个双边投资协定和 ２３ 个优惠贸易协定，中国的相应数字分别是 ９５ 和 ３８。

在安全领域中，美国因其庞大的军事联盟体系和作为众多国家的直接武器输出国

而占据榜首，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 中国没有进入前 １５ 名的榜单，直达权力数值仅为

０ ２４５，排名第 ６２。 有趣的是，一些在物质意义上毋庸置疑的“小国”，在安全领域内的

直达权力意义上则成为“大国”，比如摩洛哥和约旦。 阿联酋身处 ４０ 个同盟中，参与

８０ 次常规武器政府间交易；沙特阿拉伯身处 ４０ 个同盟中，参与 ７３ 次交易；摩洛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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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３９ 个同盟中，参与 ６０ 次交易；苏丹身在 ４７ 个同盟中，参与 ２４ 次交易；约旦身在 ３６
个同盟中，参与 ３２ 个交易；阿尔及利亚身在 ３９ 个同盟中，参与 ３１ 次交易。 而第 １ 名

的美国置身于 ５９ 个同盟中，参与 ７８４ 次交易。

表 ２　 国家直达权力排名（前 １５ 名）
外交 经济（贸易与投资） 安全 整体

国家 度数 国家 度数 国家 度数 国家 度数

１ 法国 １ ０００ 法国 １ ０００ 美国 １ ０００ 美国 １ ０００

２ 英国 ０ ９６４ 德国 ０ ９５６ 哥伦比亚 ０ ５４３ 法国 ０ ９２２

３ 美国 ０ ９６２ 意大利 ０ ９４６ 阿联酋 ０ ５３０ 英国 ０ ９１６

４ 中国 ０ ９３６ 英国 ０ ９３５ 沙特 ０ ５１９ 德国 ０ ８６０

５ 德国 ０ ９３３ 荷兰 ０ ８４５ 加拿大 ０ ５０６ 意大利 ０ ８２６

６ 意大利 ０ ８６４ 比利时 ０ ７６６ 英国 ０ ４９５ 荷兰 ０ ７４８

７ 比利时 ０ ８５７ 中国 ０ ６９６ 巴西 ０ ４５７ 中国 ０ ７２７

８ 俄罗斯 ０ ８５２ 西班牙 ０ ６３９ 智利 ０ ４４５ 比利时 ０ ７２０

９ 日本 ０ ８３３ 美国 ０ ６０７ 委内瑞拉 ０ ４３２ 西班牙 ０ ６７４

１０ 埃及 ０ ８２０ 丹麦 ０ ５８０ 土耳其 ０ ４２７ 埃及 ０ ６２５

１１ 加拿大 ０ ７７３ 希腊 ０ ５００ 伊拉克 ０ ４２６ 印度 ０ ６１０

１２ 西班牙 ０ ７６７ 瑞士 ０ ４７７ 墨西哥 ０ ４１９ 俄罗斯 ０ ５８８

１３ 印度 ０ ７５９ 瑞典 ０ ４６７ 法国 ０ ４１２ 加拿大 ０ ５８３

１４ 荷兰 ０ ７３６ 罗马尼亚 ０ ４５５ 摩洛哥 ０ ４０３ 希腊 ０ ５６１

１５ 瑞典 ０ ７０９ 韩国 ０ ４５４ 印度 ０ ４０３ 土耳其 ０ ５５３
　 　 资料来源：笔者进行的网络分析实证结果。

在三个领域中的权力数值加总后得到的排名中，美国在外交和经济领域内的直达

权力虽然表现并不突出，尤其在经济领域中较为落后，但由于它在安全领域内的遥遥

领先而成为综合直达社会性权力排名第 １ 的国家。 法国和英国紧随其后，而中国由于

在安全领域的直达权力落后，在综合排名中位居第 ７，落后于德国、意大利和荷兰。 中

美直达权力的差距显著，在位次上相差 ６ 位，在数值上相差 ０ ２３０，两国权力差距主要

是在安全领域内，中国所建立的直接关系在密度和强度上都远远落后于美国。

四　 通达权力与亲近中心性

第二种社会性权力可以被称为通达权力。 直达权力来源于行为体的直接社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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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但是外部资源的获取或对外部施加影响，并不局限于行为体所拥有的直接社会关

系圈。 关系具有扩展性，资源和影响还能够通过间接关系进行获取。 当然，如果关系

过于间接，存在众多中间环节，那么这样的间接关系的用处和可靠性不会太高。 相反，

如果一个行为体能够通过很少的中间环节与整个网络中所有其他行为体产生联系，则
具有了四通八达的权力即“通达权力”，能够从各种渠道较为便捷可靠地获取所需资

源和信息，并将其影响力遍及整个网络。

简单地说，通达社会性权力由国家与国际网络中所有其他国家的联系情况决定，
而不局限于直接联系。 如果国家能够通过越少的步骤联系到网络越多的其他国家，它

的通达权力就越大。 从权力的影响范围来看，直达权力衡量的是国家的区域重要性和

影响力，而通达权力则是衡量国家在整个关系网络中的整体影响。 在网络分析中，通
达权力对应“亲近中心性”概念和测量方法。 亲近中心度定义为某一节点与网络中其

他节点的接近程度，由该节点到其他节点最短路径长度（步数）加总决定。 由于比较

的需要，用网络节点总数将中心度的尺度调整到 ０ 和 １ 之间，计算公式可表达为：

Ｃｉ
Ｃ ＝ Ｎ － １

∑Ｎ

ｊ≠ｉ
Ｄｉｊ

式 １

其中 Ｃ ｉ
Ｃ 是节点 ｉ 的亲近中心性，Ｄｉｊ是结点 ｉ 和 ｊ 的最短路径长度（步数），而 Ｎ 是

网络节点总数。
（一）通达社会性权力的全球分布

通达权力与直达权力在样本国家中的分布情况有显著差异（比较图 １ 和图 ２），更
多的国家拥有较大的通达权力。 在外交领域，国家的通达权力的均值高达 ０ ８２３，大

部分国家的权力数值集中在 ０ ７ 到 １ 之间。 外交网络密度大、集聚系数也高，是一个

四通八达的网络，因此，即使没有直接联系的国家之间也很容易找到较短的路径达到

彼此。 经济和安全领域网络均呈现出国家的通达社会性权力分布向右移动。 但是，两

个领域的网络比外交网络在密度上低、集聚系数更低，因此通达权力并不如在外交领

域中的分布那样靠右且平均。 从总体上看，大部分国家的通达社会性权力集中在 ０ ７
到 １ 之间，分布的样本均值为 ０ ６２２。 那些直达社会性权力较小的国家，尽管在直接

施加影响和获取资源方面落后，但它们仍可以具有较强的间接影响和许多间接获取资

源的渠道，如独立不久的南苏丹和黑山、袖珍国家图瓦卢、摩纳哥等。 普遍来看，国家

外交的通达权力普遍高于它们的直达权力，只有英国和法国两个国家后者高于前者，

但数值上差距均非常微小，分别为 ０ ０２３ 和 ０ ０３２，名次分别下降两位和一位。 通达

权力高出直达权力幅度最大的摩尔多瓦，直达权力仅为 ０ １８７（排名第 １４４），而通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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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为 ０ ７４２１（排名第 ３１）。 其次是佛得角，它的直达权力排名第 １６０（数值为 ０ １６２），

而通达权力排名第 ９１（数值为 ０ ６５９）。 其他通达权力大大高于直达权力的国家还有

亚美尼亚、冈比亚、塞拉利昂、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

图 ２　 亲近中心性分布：通达权力

资料来源：笔者进行的网络分析实证结果。

（二）拥有最大通达权力的“大国”

表 ３ 列出了通达权力排名前 １５ 位的大国。 从外交领域的权力排名来看，具有最

大通达权力的 １５ 个国家绝大部分也在直达权力前 １５ 名的榜单上。 值得注意的是，古
巴和伊朗两个国家的通达权力排名分别为第 ２３ 位和第 ２０ 位。 这两个国家就直接外

交联系来看均处于外交网络中相对边缘的位置，直达权力排名分别为第 ３６ 位和第 ３３
位，与通达权力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这部分是由于它们与像中国这样外交联结广

泛的国家有直接联系，从而大大加强了它们与其他国家联系的通道数量，也缩短了通

道的长度。 由于相似的原因，朝鲜在外交领域的直达性社会权力排名第 １０８ 位，而通

达社会性权力则上升 ３０ 多个名次，排第 ７１ 名。 在经济领域，中国的通达权力名列

第 ２，仅次于美国，而且两国的权力在数值上差距微小。 法、德、意、英等国虽然在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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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权力排名上高于中美两国，但其通达权力在经济领域不但低于中美，还排在墨西

哥、韩国、加拿大、日本、波兰等国之后。 在安全网络中，中国的通达权力值为 ０ ５６１，
排名第 ３３ 位，比直达权力的第 ６２ 名上升不少，但仍然没有进入前 １５ 名。 而美国也

从其直达权力第 １ 的地位跌到通达权力的排名第 ４。 在安全领域的通达权力上，德
国跃居第 １，法国和意大利紧随其后。 将外交、经济和安全领域内的通达权力加总来

看，美国的通达社会性权力排名第 １，中国排名第 ７，与两者在直达社会性权力的排

名差距相似。

表 ３　 国家通达社会性权力排名（前 １５ 名）
外交 经济（贸易与投资） 安全 整体

国家 亲近度 国家 亲近度 国家 亲近度 国家 亲近度

１ 美国 １ ０００ 美国 １ ０００ 德国 １ ０００ 美国 １ ０００

２ 法国 ０ ９８３ 中国 ０ ９７２ 法国 ０ ８８７ 德国 ０ ９６３

３ 中国 ０ ９８１ 墨西哥 ０ ９６０ 意大利 ０ ８６３ 加拿大 ０ ９３７

４ 英国 ０ ９７５ 韩国 ０ ９３７ 美国 ０ ８５９ 法国 ０ ８９９

５ 德国 ０ ９７３ 加拿大 ０ ９０３ 加拿大 ０ ８５７ 英国 ０ ８８４

６ 俄罗斯 ０ ９６１ 日本 ０ ７９３ 西班牙 ０ ８５４ 意大利 ０ ８６８

７ 比利时 ０ ９５５ 波兰 ０ ７５９ 俄罗斯 ０ ８５１ 中国 ０ ８６３

８ 日本 ０ ９４７ 德国 ０ ７５５ 英国 ０ ８５０ 俄罗斯 ０ ８５３

９ 意大利 ０ ９４４ 埃及 ０ ７５２ 荷兰 ０ ８５０ 西班牙 ０ ８５２

１０ 埃及 ０ ９４１ 匈牙利 ０ ７５１ 挪威 ０ ８２６ 荷兰 ０ ８５１

１１ 加拿大 ０ ９２９ 瑞士 ０ ７４２ 比利时 ０ ８２３ 比利时 ０ ８４９

１２ 印度 ０ ９２２ 立陶宛 ０ ７４１ 罗马尼亚 ０ ８１９ 罗马尼亚 ０ ８４５

１３ 西班牙 ０ ９１７ 拉脱维亚 ０ ７３８ 丹麦 ０ ８１４ 波兰 ０ ８２９

１４ 巴西 ０ ９０７ 罗马尼亚 ０ ７３６ 以色列 ０ ８０８ 捷克 ０ ８１９

１５ 荷兰 ０ ９０６ 斯洛文尼亚 ０ ７２７ 葡萄牙 ０ ７９６ 芬兰 ０ ８１６
　 　 资料来源：笔者进行的网络分析实证结果。

五　 居间权力和居间中心性

第三种社会性权力是居间权力，是身居物资运输、信息流通和关系链条的交通要

道所带来的权力。 当其他国家之间进行互动和交流，某国成为它们难以绕开的行为

体，那么这个国家就具有了促进他国之间相互合作的“合作性权力”或阻止他国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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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的“强制性权力”。 在国际关系网络中，如果大量的国家之间要进行合作、冲突、

交流等互动行为均需要某国的参与和配合时，那么这个国家就具有了强大的居间权

力。 国家具有越强的居间权力越有可能参与到其他国家之间的交往和流通中，越有阻

断沟通或充当桥梁的机会，从而对其他国家间的互动结果施加影响和控制。 居间权力

对应网络分析中的“居间中心度”，其定义为节点在网络中可以作为“中间人”的可能。

当越多节点之间的最短路径通过某一个节点（如国家）时，这个节点对资源和信息在

全网络中的流动起到越发重要的作用，能够对资源和信息的传输进行控制。 网络居间

中心性在数学上可表达为：

Ｃｉ
Ｂ ＝ ∑

ｓ≠ｔ≠ｉ

σ（ ｓ，ｔ ｜ ｉ）
σ（ ｓ，ｔ）

式 ２

其中 Ｃ ｉ
Ｂ 为节点 ｉ 的居间中心度，σ（ ｓ，ｔ）是 ｓ 和 ｔ 之间最短路径的总数，而 σ（ ｓ，ｔ ｜

ｉ）是 ｓ 和 ｔ 之间最短路径经过 ｉ 的路径总数。

（一）居间权力的全球分布

居间权力在样本国家之间的分布见图 ３，它们与上文已经讨论过的直达或通达权

力均有极具差异的分布情况———无论是在外交、经济或安全各领域还是从综合权力来

看，大部分国家完全不具有或仅具有微乎其微的居间权力。 即使国家建立了较为广泛

的直接关系网或能够在国际网络中四通八达，但并不一定能够对其他国家之间的互动

或资源流动施加影响。 只有极少数国家才占据了“关系要道”，成为他国之间沟通和

互动的居间者。

具体来看，尽管外交关系网络是一个高密度网络，但国家居间社会性权力的均值

仅为 ０ ０４２，其中只有 ４ 个国家的居间权力大于 ０ ５，为权力远远高于其他绝大多数国

家的“超级大国”。 同样，在国际经济关系网络中，国家居间权力的均值也仅为 ０ １４８，

一半的国家权力值在 ０ ０４７ 以下，居间权力小到几乎可以忽略。 样本中 ３ ／ ４ 的国家权

力值小于 ０ ２１４，只有 １３ 个国家的权力值大于 ０ ５。 安全领域的居间权力的集中程度

更高，１９４ 个样本国家中有 １２１ 个国家的权力为 ０，毫无居间权力。 国家平均居间权力

值为 ０ ０３８，样本国家中只有 ２０ 个国家的权力值大于 ０ １，几乎没有值得一提的居间

权力。 居间权力高度集中在 ３ 个国家中，它们的权力值大于 ０ ５。

综合来看，能够拥有较强居间权力的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是极少数，因为此种权力

超越了传统上将权力在双边关系中考察，而是进入了另一个维度，即行为体 Ａ 对行为

体 Ｂ 与 Ｃ 之间关系的影响，并将其扩展到整个网络里所有其他国家之间的直接或间

接双边关系。 国家的居间综合社会性权力的均值仅为 ０ ０７６，一半国家的权力值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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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居间中心性分布：居间关系权力

资料来源：笔者进行的网络分析实证结果。

０ ００６７，３ ／ ４ 的国家不到 ０ １，只有 ２１ 个国家的居间权力在 ０ ２ 以上。 而具有最大权

力的国家比第二强国的权力值高出 ０ ３。 在国际关系网络中，绝大部分国家没有居间

权力，仅有极少数国家能够在网络中占有特殊的位置而获得超群的居间社会性权力。
（二）拥有最大居间权力的“大国”

那些拥有超强居间社会性权力的大国究竟有哪些？ 表 ４ 报告了排名前 １５ 位国家

的居间权力。 由于大部分居间权力掌握在极少数国家手里，权力的分布极为不均，居
间社会性权力的前 １５ 名国家中大部分算不上“权力大国”。 选择前 １５ 位仅是为了本

文中 ４ 种社会性权力研究结果报告和分析在形式上保持一致。
最具有居间外交关系权力的国家是美国，其次是英国，中国位居第 ３。 英国、法

国、西班牙、意大利、巴西、葡萄牙等国的居间权力较高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它们与前殖

民地地区和国家的特殊联系，而后者大都是与外界联系较为稀疏的国家，这些国家因

此而占据了“中间人”的位置发挥居间影响。 另外，一些地区性大国，如尼日利亚、埃
及、马来西亚等因为有机会充当本地区国家之间以及其与外部地区的沟通桥梁而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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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居间权力。

在经济领域中，法国和德国的居间权力最高，美国居第 ３，前三名的权力数值落差

不大。 中国排名第 ９，低于智利、土耳其、英国、尼加拉瓜、爱沙尼亚等国。 尼加拉瓜和

爱沙尼亚两国的居间权力在经济领域高居中国之上，是由于这两个国家与在世界贸易

网络的边缘地带国家具有贸易机制———在优惠贸易协定定义的经济网络中，尼加拉瓜

的居间权力排名第 ７，而爱沙尼亚排名第 ８。 这两个国家在双边投资网络中居间权力

仅仅排在第 ８９ 位和第 ６８ 位，在贸易网络中的居间性也仅排在第 ９８ 位和第 ４０ 位。 但

它们在优惠贸易协定网络中权力关系数值较大，因而在最后的经济排序中靠前。

在安全领域内，美国的居间权力高居榜首，成为无可争议的“居间权力霸权国”，

远远领先于第 ２ 名的英国和第 ３ 名的法国。 俄罗斯排名第 ４，而中国居间安全权力得

分仅为 ０ ００７，排名第 ２９ 位，因此不在榜单之上。 综合来看，中国虽然在外交领域的

居间权力位居前三强，但其居间权力由于在安全方面落后，最后仅勉强进入前 １０ 名，

以数值 ０ ２８９ 远远落后于第 １ 名的美国，也低于土耳其、伊朗和西班牙等国。

表 ４　 国家居间权力排名（前 １５ 名）
外交 经济（贸易与投资） 安全 整体

国家 居间度 国家 居间度 国家 居间度 国家 居间度

１ 美国 １ ０００ 法国 １ ０００ 美国 １ ０００ 美国 １ ０００

２ 英国 ０ ７９０ 德国 ０ ８７８ 英国 ０ ５４３ 法国 ０ ６９９

３ 中国 ０ ７０６ 美国 ０ ８５８ 法国 ０ ５０３ 英国 ０ ６４１

４ 法国 ０ ７００ 智利 ０ ７６９ 俄罗斯 ０ ３８２ 意大利 ０ ３９８

５ 德国 ０ ３７６ 土耳其 ０ ７３７ 意大利 ０ ３５０ 土耳其 ０ ３７３

６ 日本 ０ ３１２ 英国 ０ ７３３ 巴基斯坦 ０ ２７６ 俄罗斯 ０ ３７１

７ 俄罗斯 ０ ３０１ 尼加拉瓜 ０ ６５８ 伊朗 ０ ２５６ 德国 ０ ３６６

８ 意大利 ０ ２７２ 爱沙尼亚 ０ ６５５ 西班牙 ０ ２４５ 伊朗 ０ ３１９

９ 比利时 ０ ２６５ 中国 ０ ６４８ 加拿大 ０ ２４１ 西班牙 ０ ２９２

１０ 埃及 ０ ２１２ 墨西哥 ０ ６１６ 叙利亚 ０ ２３４ 中国 ０ ２８９

１１ 印度 ０ ２０２ 埃及 ０ ５９５ 南非 ０ ２３１ 瑞典 ０ ２８５

１２ 加拿大 ０ １９６ 瑞士 ０ ５５５ 利比里亚 ０ ２１６ 巴基斯坦 ０ ２６２

１３ 澳大利亚 ０ １８２ 芬兰 ０ ５５０ 瑞典 ０ ２０６ 荷兰 ０ ２６１

１４ 西班牙 ０ １２８ 罗马尼亚 ０ ５４１ 荷兰 ０ ２０３ 加拿大 ０ ２５７

１５ 委内瑞拉 ０ １２４ 塞浦路斯 ０ ４７７ 土耳其 ０ １８９ 智利 ０ ２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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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借势权力和特征向量中心性

第四种社会性权力是借势权力。 交际广泛和四通八达能够带来社会性权力（直

达或通达权力），但在关系的数量和联结程度之外，与什么样的行为体有密切关系也

意味着享有权力。 前文讨论的居间权力其实也取决于联结对象而非联结数量，还有一

种情况是，国家和网络中重要（中心）国家的直接而可靠的联系，也可以带来权力。 一

国与拥有对资源和信息流动进行控制和网络中其他行为体进行影响的国家相联结，该

国就能够借助中心国家的关系网络较为顺利和容易地获得所需资源和发挥影响力。

通俗地说，借势权力就是结交权势所带来的权势。 与此同时，中心国家在社会关系中

倾向于“扎堆”、形成圈子，也就是中心国家比边缘国家更有可能和其他中心国家建立

直接联系，而借势更多的是相互借势，较少单方面的借势。 因此，借势社会性权力的大

小实际上反映了国家在国际关系网络中的中心—边缘地位———那些处于社交中心的

国家相互借势，而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除非通过特殊关系，否则很难借势。 在网络分

析中，借势权力对应特征中心性，通过计算网络关系矩阵的特征向量来求出这一中心

性的数值。

（一）借势社会性权力的全球分布

外交领域内借势权力在国家间的分布大致成正态分布（见图 ４），但比正态分布的

尾部要粗，表明那些处于权力两端的国家数量比正态分布状态下要多，且没有外交借

势权力“超级大国”存在。 在从 ０ 到 １ 的取值区间中，国家外交借势权力的均值是

０ ５１３，正好在区间中部，１ ／ ４ 的国家权力值在 ０ ３８７ 以下，３ ／ ４ 在 ０ ６４４ 以下，总体上

看国家数量在区间中的分布较为均匀。

在经济领域，借势权力的分布呈冥规则现象，有一条很长的右尾。 当权力值到达

０ ３００ 时，国家数量迅速下降，但持续了较长的区间后数量仍未降至零。 经济借势权

力的均值为 ０ ２５３，一半国家权力值小于 ０ １９６，３ ／ ４ 国家的权力值小于 ０ ３。 在［０ ３，

０ ４］区间内的国家有 １６ 个，在［０ ４，０ ５］区间内的国家有 ９ 个，在［０ ５，０ ６］区间内

有 ８ 个国家，在［０ ６，０ ７］区间内有 ５ 个国家，在［０ ７，０ ８］区间内有 ２ 个国家，在

［０ ８，０ ９］区间内有 ３ 个国家，高于 ０ ９ 的共 ４ 个国家。

在安全领域，借势权力的分布呈现双峰，即出现了明显的中心—边缘分布，而中心

和边缘之间的“权力中间地带”的国家数量极少，在［０ ２，０ ４］区间内只有 ３ 个国家。

１５７ 个国家集中在借势权力值小于 ０ ２ 的边缘地带，而 ３３ 个国家在权力值大于 ０ ４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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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特征向量中心度分布：借势权力

资料来源：笔者进行的网络分析实证结果。

中心地带，其中以美国为权力核心，远远超过其他中心地带成员的权力。 借势权力分布

非常不均，其均值为 ０ １１２，而中位值则仅为 ０ ０１０，第三分位点（ｑｕａｎｔｉｌｅ）也仅为 ０ １２５。

从加权得到的综合借势权力分布来看，权力值的均值为 ０ ３４９，中位值 ０ ３１５ 大

致对称。 但分布具有右长尾，样本中 ３ ／ ４ 的国家权力值小于 ０ ４５，仅有 １９ 个国家的权

力值在 ０ ６０ 以上。

（二）拥有最大借势权力的大国

表 ５ 报告了借势权力排名前 １５ 位的国家。 中国在外交网络中不但与较为边缘的

国家有较强联系，也与外交网络中心国家有大量直接联系，因此排名高居第 ６，比刚刚

挤入前 １０ 名的美国高出 ４ 个名次。 法、英、德、意、荷占据了前 ５ 名，俄罗斯位居美国

之下的第 １１ 名。 需要注意的是，外交网络是一个联结密集的网络，因此借势权力在国

家间的下降幅度缓慢。 中国在经济领域内的借势权力表现与外交领域相似，为第 ７

名，排在中国之前的 ６ 个国家都是在经济上紧密联系同时本身又是世界经济中的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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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 美国仍然处于第 １０ 的位次，仅比韩国高一个名次。 而作为传统意义上大国

的俄罗斯在“借势权力”一项排名仅第 ３３ 位，源于它与其他贸易投资网络中重要国家

之间的直接联系不够。 在安全领域，美国再次雄踞榜首，而且由于这个领域中权力数

值在国家间减速很高，美国的借势权力值显示出“霸权”的状态。 有趣的是，进入安全

借势权力前 １５ 名的几乎都是美洲国家，包括北美洲（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南美洲

（哥伦比亚、巴西、智利、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秘鲁）、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国家（洪都拉斯、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巴哈马、牙买加、安提瓜和

巴布达、巴巴多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格林纳达、圣基茨与尼维斯联邦、圣卢西

亚）。 而中国在安全网络中的借势权力数值仅为 ０ ０４７，排名第 ６９ 位。 综合来看，美

国、法国、英国三国为借势权力的前三强，中国排名第 １０，拉美国家阿根廷、智利和墨

西哥紧随中国之后。

表 ５　 国家借势权力排名（前 １５ 名）
外交 经济（贸易与投资） 安全 整体

国家 特征向量 国家 特征向量 国家 特征向量 国家 特征向量

１ 法国 １ ０００ 法国 １ ０００ 美国 １ ０００ 美国 １ ０００

２ 英国 ０ ９７５ 意大利 ０ ９７７ 加拿大 ０ ６０６ 法国 ０ ８４０

３ 德国 ０ ９５１ 德国 ０ ９４３ 哥伦比亚 ０ ５８５ 英国 ０ ８２８

４ 意大利 ０ ９５０ 英国 ０ ９０７ 巴西 ０ ５２０ 意大利 ０ ８０２

５ 荷兰 ０ ９０３ 荷兰 ０ ８７６ 墨西哥 ０ ５１８ 德国 ０ ７９８

６ 中国 ０ ８９９ 比利时 ０ ８２７ 智利 ０ ５１８ 荷兰 ０ ７５１

７ 西班牙 ０ ８９０ 中国 ０ ８２１ 多米尼加 ０ ４９２ 加拿大 ０ ７０２

８ 日本 ０ ８８３ 西班牙 ０ ７０９ 圣卢西亚 ０ ４９２ 比利时 ０ ６７６

９ 埃及 ０ ８７６ 丹麦 ０ ７０４ ＳＶＧ ０ ４９２ 西班牙 ０ ６６９

１０ 美国 ０ ８６２ 美国 ０ ６２５ ＡＢ ０ ４９２ 中国 ０ ６６８

１１ 俄罗斯 ０ ８６１ 韩国 ０ ６１５ ＳＫＮ ０ ４９２ 阿根廷 ０ ６６８

１２ 比利时 ０ ８５６ 奥地利 ０ ６１２ 阿根廷 ０ ４８０ 智利 ０ ６３０

１３ 瑞典 ０ ８４３ 罗马尼亚 ０ ６１１ 巴巴多斯 ０ ４７４ 墨西哥 ０ ６２５

１４ 印度 ０ ８４２ 芬兰 ０ ６０３ 格林纳达 ０ ４７４ 韩国 ０ ６１０

１５ 加拿大 ０ ８３４ 希腊 ０ ５８８ 委内瑞拉 ０ ４７３ 丹麦 ０ ６０１

　 　 资料来源：笔者进行的网络分析实证结果。
注：表中所写 ＳＶＧ 代表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ＡＢ 代表安提瓜和巴布达，ＳＫＮ 代表圣基茨与尼

维斯联邦，使用缩写是因为这 ３ 个国名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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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社会性权力和物质性权力分布的实证差异

物质性权力是传统国际关系学尤其是新现实主义研究者最为关注的权力类型，而
社会性权力则是近来网络分析技术引入国际关系研究后对权力的关系本质的回归。
毋庸置疑，物质性权力与社会性权力在逻辑上存在着相关关系———对于任何行为体，
建立社会关系首先需要自身具备一定物质基础，而社会关系的运用也会影响到行为体

对物质性资源的获取和积累。 但是，没有理由认为社会性权力和物质性权力会同步消

长。 相反，行为体常常可以通过经营和运用社会关系来弥补自身拥有的物质性权力的

不足，而过于依赖或追求物质性权力也有可能损害社会性权力。
社会性权力和物质性权力在定义、权力来源、权力性质各方面都具有明显本质差异，

关注的权力形式和内容在理论上也泾渭分明。 但是，从实证角度来看，社会性权力和物

质性权力之间相关程度如何？ 测量路径和方式的不同是否能够反映两者理论上的差异？
换句话说，如果社会性权力的网络分析测量并没有包含足够的新实证信息，那么使用现

有的物质性权力测量就足够了。 新的定义和新的测量若没有带来足够的新信息，那么建

立和推广新的权力指标则无必要。 因此，从实证上比较社会性权力和物质性权力，考察它

们在全球分布上的相关性和差异性十分必要。 本文运用的物质性权力的测量指标为目前

国际关系研究中最常使用的国家实力综合指标（ＣＩＮＣ），数据来自战争相关指数项目，基于

横截面上与社会性权力的可比性考虑，本文运用各国 ＣＩＮＣ 指标 ２００５ 年以来的年均值。①

（一）社会性权力与物质性权力的相关性

表 ６ 报告了各种不同社会性权力之间以及它们与国家实力综合指数的相关系数，
呈现出以下特征：

首先，直达权力、通达权力、居间权力和借势权力四种社会性权力与物质性权力之

间均有正相关关系。 这表明它们之间有相互促进作用，即物质性权力的增加伴随着社

会性权力的上升，反之亦然。 但是，从相关系数来看，社会性权力与物质性权力的相关

系数值在 ０ ３３５ 到 ０ ５１４ 之间，为中等偏低相关，表明它们之间虽然同时增长或减弱，
但变化的幅度会有明显不同。 比如，有可能出现物质性权力增长较大，而社会性权力

虽有所上升，但却滞后于物质性权力的变化幅度，这种情况常发生在崛起中大国身上。
或者物质性权力虽然有较大的衰落，但社会性权力在一段时间内仍然保持世界领先，
这种情况常出现在衰落中的霸权国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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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物质性权力与社会性权力：相关系数

借势权力 直达权力 居间权力 通达权力 物质权力

借势权力 １ ０００ ０ ９３５ ０ ６００ ０ ７５７ ０ ４３４

直达权力 ０ ９３５ １ ０００ ０ ６７４ ０ ７８９ ０ ５１４

居间权力 ０ ６００ ０ ６７４ １ ０００ ０ ４３０ ０ ５１０

通达权力 ０ ７５７ ０ ７８９ ０ ４３０ １ ０００ ０ ３３５

物质权力 ０ ４３４ ０ ５１４ ０ ５１０ ０ ３３５ １ ０００

　 　 资料来源：笔者进行的网络分析实证结果。

社会性权力和物质性权力的中等偏低相关性，也说明社会性权力指数包含了大量

国家实力综合指数所不反映的关于国家权力的信息，反映出了两者在对权力理解和关

注点上的巨大差异。 这表明，在理论和实证上，社会性权力的考量的确在物质性权力

之上增加了权力的新维度和新信息。 社会性权力和物质性权力既有正相关关系又无

法很好地预示对方的变化，因此不应该也不可能对社会性权力和物质性权力在概念和

实证上进行孰优孰劣的比较或争论。 相反，这两种权力都无法包含对方和替代对方，

在研究中应该互为补充，根据研究问题单独或同时考量。

此外，表 ６ 也报告了不同类型社会性权力之间的相关系数。 总体上看，社会性权力

之间的相关性高于它们与物质性权力的相关性，但某些类型的社会性权力之间的相关性

较弱，比如居间权力和通达权力之间正相关，但相关系数仅有 ０ ４３０，低于居间权力与物

质性权力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０ ５１０。 借势权力和直达权力之间的相关性很高，相关系数

达到 ０ ９３５。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具有直接联系越多的国家在概率上与中心国家直

接联系的概率也越大。 其他社会性权力之间的相关性都在 ０ ６ 到 ０ ８ 之间，属于较强的

相关关系。 相对而言，居间权力与其他社会性权力的相关性较弱。 基于不同社会性权力

之间的相关性不太强，各自拥有可观的新信息，因此在实证中应该根据理论需要运用相

应的社会性权力，而把它们进行混用或者将加总成为单一的社会性权力指标是不妥的。

（二）社会性权力与物质性权力的分布特征对比

从图 ５ 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物质性权力分布比社会性权力的集中程度高很多。 世

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物质性权力是如此的无足轻重，以至于 １９４ 个国家中有 １８２ 个国

家的物质性权力指数在 ０ １００ 以下，①而那些强国的权力则极为超群，在图中表现为

极少数国家在权力的横轴上将无权的绝大多数远远抛下。 中国的物质性权力雄踞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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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将 ＣＩＮＣ 的尺度统一到［０，１］区间。



１，得分为 １ ０００。 美国位居第 ２，在分值上与中国已经相差近 ０ ２５０（整个区间的

１ ／ ４），但仍远高于第 ３ 名的印度的物质性权力（权力指数不到 ０ ４００）。 这呈现出物质

性权力所定义的中美两极格局，其中美国处于较弱的一极。 在两极的权力分配大格局

下，有一些称不上极的“大国”，如依次排名第 ３ 到第 １０ 的印度、俄罗斯、德国、巴西、

韩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它们从印度的物质性实力指数 ０ ３７９ 迅速下降到意大利的

不足 ０ １００，而 １０ 名之外的国家的物质性权力微乎其微，从第 １１ 名土耳其的 ０ ０７４ 到

最后一名的瑙鲁的物质性权力的第一个非零数字出现在小数点后面第 ７ 位，因此绝大

部分国家的物质性权力在数值上可以视为零，没有什么（相对）物质性权力。 这样，当

我们只把对权力的理解集中在物质性权力上时，就自然会得到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的

整体理解，即国际政治仅仅是“大国间的游戏”，绝大多数国家没有资格参加这个游

戏，微不足道的权力让这些国家无足轻重得可以忽略不计。

图 ５　 国家实力综合指数分布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 ＣＯＷ 项目中 ＣＩＮＣ 数据绘制。

前文在对社会性权力的实证分析中也发现，社会性权力在全球 １９４ 个样本国家之间

的分布不均，数量较少的国家拥有较大的社会性权力，尤其以安全领域的社会性权力和

居间权力的分布集中现象最为严重。 但是，即使如此，它们也与物质性权力高度集中程

度不可同日而语。 社会性权力要分散得多，没有“两超数强”的极化等级格局，更多数

量、更多样性的国家具有举足轻重的社会性权力，这一现象在国际关系中不可忽视。 在

社会性权力的视野下，国际关系并非极少数大国之间的游戏。 相反，关系网络中有大量

的国家通过不同的方式和途径显示其重要性、发挥对地区乃至整个网络的影响力。 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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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安全领域的社会性权力与物质性权力在集中状态和程度上最为接近，而在外交领域

则呈现出最为均等的社会性权力分布状态。 安全领域内物质性和社会性权力的同时高度

集中，也进一步解释了现实主义者对安全领域特别关注的原因。 而更为关注外交和经济领

域国际关系的学者，则将国际关系看成全球性的多主体、多层次和复杂交织的互动关系。

（三）社会性权力与物质性权力：大国与小国

社会性权力与物质性权力所定义的大国和小国也呈现出相当大的差异。 表 ７ 和

表 ８ 显示了物质性权力和社会性权力排名差异最大和最小的国家。 一些国家在物质

性权力方面堪称大国，而在社会性权力方面却非常落后。 最典型的如朝鲜，其物质性

权力排名相当靠前，为全球第 １６ 位，而在社会性权力方面则是个毋庸置疑的小国，其

直达权力排第 １５４ 名，通达权力排第 １５１ 名，居间权力排第 １１７ 名，借势权力排第 １４５

名。 物质性权力远远高于社会性权力的其他国家，均是在国际关系中相对边缘和孤立

的国家，如伊朗、柬埔寨、缅甸、尼泊尔、越南等。 朝鲜和柬埔寨的物质性权力排名比所

有 ４ 种社会性权力排名均高出 １００ 多个位次。

与此同时，一些国家的物质性权力排名非常靠后，但却拥有较大的社会性权力。

位次相差最大的为马耳他，其居间权力和物质性权力之间相差 １３５ 个位次；卢森堡从

物质性权力上看是一个极其微不足道的国家，排名第 １２２ 位，但其通达权力却为全世

界前 ５０ 名。 此外，一些中美洲加勒比地区的微型国家身处密集的关系网络中，具有较

高的社会性权力，但这些国家在物质性权力考量下却都是极小的国家。

仅有少数国家的物质性权力和社会性权力基本相当。 其中，美国在两个方面权力

的匹配度表现突出，均为前两名，是当今最有权力的国家之一。 中国是社会性权力意

义上的强国，其直达权力和通达权力均排名第 ７，居间权力和借势权力均排名第 １０，基

本都位列前 １０ 名。 但从数值上看，中国的社会性权力在各方面都与稳居第 １ 的美国

有较大的距离。 但是，从物质性权力的衡量来看，中国在 １９９６ 年就超过美国跃居世界

第 １，而且之后这个领先的程度一直在迅速加大。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ＣＩＮＣ 指标对

权力的计算主要着眼于那些对赢得战争可以产生直接影响的物质因素，本身就存在着

争议。 然而，对于中国的权力已经或很快将超过美国的断言和预测，大都是建立在对

中国强大而迅速增长的物质性权力的强调上。 那些在中美权力竞争分析中持更为谨

慎态度的学者和政策分析家则更为关注两国社会性权力的对比及其趋势，尽管他们把

社会性权力称为“软实力”、“国际影响力”、“网络权力”、“规则制定的能力”等。 本文

对社会性权力和物质性权力的实证对比也印证了在中美权力竞争中出现两种泾渭分

明的判断和预测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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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社会性权力与物质性权力对比

国家 居间权力 物质权力 名次差距 国家 直达权力 物质权力 名次差距

社会性权力远大于物质性权力的国家

马耳他 ３１ １６６ １３５ 巴拿马 ６５ １４４ ７９

爱沙尼亚 ２１ １４１ １２０ 哥斯达黎加 ６６ １４２ ７６

塞浦路斯 ２８ １４７ １１９ 卢森堡 ５０ １２２ ７２

利比里亚 ２９ １３８ １０９ 巴巴多斯 １０１ １７１ ７０

尼加拉瓜 １９ １２４ １０５ 多米尼加 １１９ １８７ ６８

加蓬 ４７ １４９ １０２ 格林纳达 １１６ １８２ ６６

吉布提 ５０ １５１ １０１ 牙买加 ８１ １４６ ６５

瑙鲁 ９７ １９２ ９５ 圭亚那 ９６ １６１ ６５

塔吉克斯坦 ３７ １３０ ９３ 伯利兹 １０６ １７０ ６４

拉脱维亚 ４０ １３２ ９２ 乌拉圭 ５４ １１７ ６３

社会性权力远小于物质性权力的国家

乌克兰 ９４ １７ －７７ 斯里兰卡 １１３ ６２ －５１

伊拉克 １１３ ３６ －７７ 白俄罗斯 １０９ ５５ －５４

泰国 １１１ ２６ －８５ 越南 ８７ ２５ －６２

阿曼 １７１ ８２ －８９ 孟加拉国 ８８ ２４ －６４

也门 １６９ ７０ －９９ 阿富汗 １４８ ８１ －６７

朝鲜 １１７ １６ －１０１ 柬埔寨 １５５ ６９ －８６

柬埔寨 １７３ ６９ －１０４ 尼泊尔 １７０ ７５ －９５

哈萨克斯坦 １６０ ５０ －１１０ 厄立特里亚 １７４ ６１ －１１３

尼泊尔 １８７ ７５ －１１２ 缅甸 １４７ ３０ －１１７

缅甸 １７５ ３０ －１４５ 朝鲜 １５４ １６ －１３８

社会性权力与物质性权力名次最接近的国家

土库曼斯坦 ９９ １０１ ２ 瑙鲁 １９０ １９２ ２
美国 １ ２ １ 美国 １ ２ １
波黑 １２０ １２１ １ 哥伦比亚 ３１ ３２ １

巴基斯坦 １２ １３ １ 斯洛伐克 ７１ ７２ １
ＶＧ １８３ １８３ ０ 阿尔巴尼亚 １３３ １３４ １
德国 ７ ６ －１ 也门 ６９ ７０ １
波兰 ３０ ２９ －１ 吉布提 １５１ １５１ ０

俄罗斯 ６ ５ －１ 帕劳 １９１ １９１ ０
厄立特里亚 ６２ ６１ －１ 萨摩亚 １７６ １７６ ０

刚果 １２８ １２８ ０ 摩纳哥 １８１ １７９ －２
　 　 资料来源：笔者运用数据进行网络分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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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社会性权力与物质性权力对比（续）
国家 通达权力 物质权力 名次差距 国家 借势权力 物质权力 名次差距

社会性权力远大于物质性权力的国家

摩尔多瓦 ３１ １３０ ９９ 多米尼加 ６４ １８６ １２２

吉尔吉斯斯坦 ３７ １２８ ９１ 巴巴多斯 ５５ １７０ １１５

拉脱维亚 ５２ １３１ ７９ 格林纳达 ７１ １８１ １１０

爱沙尼亚 ６２ １４０ ７８ 圣卢西亚 ６７ １７６ １０９

佛得角 ９０ １６８ ７８ 巴拿马 ３８ １４３ １０５

加蓬 ７１ １４８ ７７ ＳＫＮ ８３ １８８ １０５

巴拿马 ６９ １４３ ７４ 伯利兹 ６５ １６９ １０４

冰岛 ９４ １６３ ６９ 圭亚那 ５７ １６０ １０３

哥斯达黎加 ７５ １４１ ６６ 哥斯达黎加 ３９ １４１ １０２

圭亚那 ９５ １６０ ６５ ＡＢ ７７ １７９ １０２

社会性权力远小于物质性权力的国家

朝鲜 １５１ １６ －１３５ 缅甸 １６０ ２９ －１３１

巴西 １３６ ７ －１２９ 朝鲜 １４５ １６ －１２９

缅甸 １４９ ２９ －１２０ 厄立特里亚 １６７ ６０ －１０７

孟加拉国 １３４ ２３ －１１１ 伊拉克 １２８ ３５ －９３

越南 １３０ ２４ －１０６ 尼泊尔 １６３ ７４ －８９

厄立特里亚 １６６ ６０ －１０６ 乌兹别克斯坦 １３４ ５９ －７５

泰国 １２６ ２５ －１０１ 哥伦比亚 １４３ ６８ －７５

印度尼西亚 １０８ １４ －９４ 土库曼斯坦 １７１ １００ －７１

南斯拉夫 １７３ ８２ －９１ 孟加拉国 ９４ ２３ －７１

古巴 １５７ ７６ －８１ 埃塞俄比亚 １１３ ４３ －７０

社会性权力与物质性权力名次最接近的国家

列支敦士登 １８７ １８７ ０ 瑙鲁 １９１ １９１ ０
澳大利亚 ２７ ２７ ０ 帕劳 １９０ １９０ ０

希腊 ４４ ４５ １ 马其顿 １３５ １３５ ０
摩洛哥 ３９ ４０ １ 基里巴斯 １８４ １８５ １
图瓦卢 １９１ １９２ １ 摩尔多瓦 １２９ １３０ １
美国 １ ２ １ 德国 ５ ６ １
南非 ２９ ３０ １ 美国 １ ２ １

密克罗尼西亚 １８１ １８０ －１ 埃及 ２３ ２２ －１
圣马力诺 １７５ １７７ ２ 萨摩亚 １７６ １７５ －１

苏丹 ５５ ５３ －２ 塞内加尔 １００ ９８ －２
　 　 资料来源：笔者运用数据进行网络分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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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结论

对国际关系中的权力进行定义和测量从来都是一项困难的研究任务，因为权力本

身具有多维性、具体性和关系性，而权力构成的因素又复杂多样，同时，在实证测量中

还要面临选择标准和设定加总规则等诸多困难问题。 然而，对权力的理解和测量在国

际关系研究中的必要性却又是根本性的。 在对权力概念达成共识和对权力测量达到

一定准确度之前，许多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无法具有可证伪性。 网络分析在理论和工

具上的发展为重新定义、理解和测量权力提供了一整套概念、逻辑和方法，对国际关系

学的权力研究必将具有广阔的运用价值和前景。

本文是对网络分析在权力理解和测量研究中的一个初步尝试，主要目的不在于建

立一套社会性权力测量体系，而是试图通过运用网络分析对权力作为一种关系性概念

进行理解，并在理论和实证上将社会性权力与物质性权力进行对比。 在当今多元而复

杂的国际关系中，物质性权力已经远远不能体现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发挥影响的渠道、

方式和程度，而社会性权力承认相互依存和密切联系，在研究和思考中具有越来越重

要的理论应用价值。 不管是作为物质权力的补充，还是作为具体研究中对权力的单独

考量，社会性权力都是极其重要的概念和变量。 而网络分析使得这一概念可操作化和

可测量，又大大提高了社会性权力在实证研究中的价值。 这是本文希望通过初步探索

而传递的核心信息。

诚然，很多国际关系学者仍然希望能够有一个统一、综合的社会性权力测量体

系，而不满足于在具体研究中仅就问题本身涉及的权力意义和范围进行定义和测量。

同时，一套系统的权力测量体系本身也是值得追求的研究目标。 权力———无论是物

质性权力还是社会性权力———本身的高维性以及不同维度之间的关系，将是此类测

量体系研究的一个难点和重点。 因为一个综合的指标体系涉及关注什么样的国际关

系网络、网络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网络中心度之间的关系，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切实

的思考和解决，才能够对测量中指标的选取、权重的赋予和权力的加总等棘手问题进

行解决。

（截稿：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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